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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安徽省农户微观调研数据，从村庄资源禀赋认知和个体资本差异双视角出发，

构建返乡群体参与乡村治理意愿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计量模型展开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

村庄资源禀赋认知和个体资本差异对返乡群体参与乡村治理意愿存在显著影响；（2）异质性分析

发现，主动返乡群体乡村治理参与意愿明显高于被动返乡群体，且在村庄资源禀赋认知和个体资

本差异表现上存在影响差异；（3）进一步研究发现，个体资本在返乡群体政治效能感及其参与乡

村治理意愿这一路径中具有调节效应，当两者协调发挥作用时，返乡群体参与乡村治理的意愿会

得到显著提升。据此，研究提出进一步优化村庄社会发展环境、激活个体资本要素活力、提升基

层政权治理效能，以激励和吸纳返乡群体有序参与乡村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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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在基层社会的实践延伸，不仅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基石，更是稳固

党在农村基层执政根基的关键手段。然而，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原先分散、封闭且以“乡土

生活”为主的自然村落共同体遭到解构，村庄社会整体呈现出“空心化”“边缘化”等现象，传统村庄“全

能治理”模式失灵。尽管乡村自治实践探索活跃，但村民主体意识认知模糊且权力虛化，组织形态社会参

与效能和制度规则规制能力日趋弱化，造成村庄治理的多元化主体发育缓慢，严重钳制乡村自治的活力迸

发。返乡群体作为城市发展和乡村变化的双重经历者，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村庄具有天然的故土情结，而常

年城市务工经历又使他们能较为准确把握村庄建设的局限性和真实需求，引入该群体参与乡村治理不仅是

个人价值的再实现，更是乡村建设的社会价值再回归，有助于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实现治理有效。

当前，学者们围绕乡村治理已展开了富有成效的研究。在乡村治理的参与主体及其治理效能上，村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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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治村首先是乡村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因其既处于科层体制基层，又位于乡土社会之中，代表着不同

的利益取向，其往往会选择做村庄政治的维持者和秩序的被动守护人
［1-2］

。其次，富人治村既有精英群体寡

头化、货币化的弊端，亦有提升村庄公共产品供给水平、改善乡村生活环境的利他行动
［3］
。最后，乡村灰

色势力治村在一定程度上契合国家寻求有效治理力量的需求，能够节约协商和治理成本，但会带来乡村治

权的弱化、村庄高密度利益的受损
［4］

。在参与乡村治理影响因素的研究上，个体特征层面上性别、年龄、

文化水平、政治身份、接受培训、流动范围、工作稳定性等均是影响村民政治参与的前因变量
［5-6］

；路径机

制层面上“新乡贤”治村、“集体经营”决策、“三治融合”发展等模式对提高村民治理参与度具有积极影

响
［7-9］

；村庄禀赋层面上村庄文化供给、人居环境整治、社会资本整合
［10-12］

亦是影响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

重要因素。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返乡群体参与乡村治理不仅是其个体价值实现及再创造的过程，同样对其当期及未来的家庭决策产生

影响，而村庄内在资源禀赋条件及其个体资本掌握情况又进一步决定着该类群体参与乡村治理的意愿值。

（一）资源禀赋认知对返乡群体决策行为的影响

资源禀赋是劳动力自由流动决策研究的根源性因素之一
［13］

。具体来看，村庄资源禀赋主要指水土光热

等自然资源和历史发展积淀形成的人文社会条件
［14］

，包括物质和非物质层面，内生性和外生性层面
［15］

，可

以涉及区位交通、工业基础及外部性的市场需求。村庄的资源具有稀缺性，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村庄异质

性的形成，具体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禀赋的差异
［16］

。认知是返乡群体经由意识活动而对

获取的知识进行识别、加工和应用的过程
［17］

。不可否认，参与乡村治理能够满足个人自我实现的需求，提

升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但作为一般“经济人”，返乡群体更倾向于综合各方面认知去判别和权衡所作决

策是否符合自身利益。村庄资源禀赋作为组织成员共同享有的资源和能力
［18］

，在村民日常决策中，主要通

过影响要素处置方式来对决策人产生影响
［19］

。因此，对村庄资源禀赋的认知程度，能够决定劳动力是否愿

意作出返乡决策，并在此基础上参与乡村治理。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有关村庄资源禀赋认知的假设：

H1：村庄资源禀赋认知对返乡群体参与乡村治理意愿存在显著影响。

（二）个体资本差异对返乡群体决策行为的影响

个体资本是个体所掌握的综合技能和可供自我支配的资源总和，主要由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

本构成
［20］

。已有研究表明，个体资本差异影响劳动力的行为决策
［21］

，只有拥有最低限度的资本状况，个体

才有从事某项社会实践的行为动机
［22］

。返乡群体参与乡村治理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必然会受到自身资

本现状的约束。具体来看，人力资本是个体知识储备和领导能力的体现，外出务工可作为对返乡群体的一

种人力资本投资，从而使其具备参与村庄日常事务管理的能力与优越条件。社会资本指的是嵌入个体的关

系网络，不可否认，多年离乡经历使得返乡人员原有的乡土网络变得脆弱，不利于其利用“熟人圈子”展

开治理
［23］

；但与此同时，返乡群体在务工地构建了更高质量的社会网络，且处于该种网络节点的组织和个

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对更高，资源调配能力更强
［24］

，对返乡群体参与乡村治理的正向辅助作用远远高于村

庄社会资本降低所带来的负向影响。经济资本是货币或者产权的表现形式，返乡群体的经济资本一般高于

留守村民，更注重对美好生活品质的追求，主观上愿意为提高村庄繁荣度付出努力。基于上述分析，本文

提出有关个体资源禀赋认知的假设：

H2：个体资本差异对返乡群体参与乡村治理意愿存在显著影响。



（三）返乡群体对村庄发展的影响

自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人们将更多注意力转移到返乡群体与村庄发展的关系上，返乡

群体在经过系统性学习、专业化培训后，实现了非农职业转换，其回流行为不仅能有效填补村庄人口

外迁造成的劳动力缺口
［25］

，也能为村庄非农经济的发展注入经济和社会资本。同时，返乡群体作为“乡村

精英”群体，具有更新的发展理念和创新精神，可通过技术和价值观的传递为村庄发展提供机遇
［26］

。但也

存在不同的声音，认为劳动力回流属于人口的逆向迁移，会造成村庄劳动力的冗余。一方面，他们被看作

“失败的冒险者”
［27］

，因缺乏市场竞争力而被城市淘汰，将是阻滞村庄发展的“包袱”；另一方面，劳动力

回流，极易引起土地权属问题并发生利益纠纷，严重影响村庄社会治安
［28］

。本文认为出现这种分歧的原因

在于未根据劳动力返乡缘由进行分类，劳动力选择返乡是基于个体和家庭共同决策的结果，受到来自城市

推力和村庄拉力的双重作用。本文认为，基于村庄拉力作用以积极心态返乡的劳动力属于“主动返乡”群

体；而主要遭受城市推力以消极态度返乡的劳动力则被认为是“被动返乡”群体
［29］

，两类群体对乡村治理

与发展的参与意愿和作用发挥存在差异。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有关返乡群体的研究假设：

H3：返乡群体可根据特征分为“主动返乡”与“被动返乡”群体，其中，主动返乡群体参与乡村治理

意愿要明显高于被动返乡群体。

基于上述研究假设，本文构建了如图 1所示的理论分析框架

二、研究设计

本文通过使用回归模型，设立新的变量体系来构建农户村庄资源禀赋认知、个体资本差异对返乡群体

参与乡村治理意愿的研究框架，具体的研究涉及过程可以分为四步：数据来源、变量选取、描述性统计和

模型选择。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课题组 2021 年 8—9 月在安徽省展开的关于乡村振兴村民意向专项调查。选择

阜阳、蚌埠，合肥、六安、芜湖、宣城 6 市，调查区域覆盖皖北、皖中、皖南地区，具有较好的区域代表

性。调研涵盖土地市场、家庭生产、乡村产业、人居环境、村庄建设等内容，采用 PPS 抽样，在每个市抽

取 2个县区，每个县区抽取 4 个样本乡镇，每个乡镇抽取 2个行政村，行政村层面根据人口规模与集中程

度随机抽取 20~35 户村民；调查人员通过入户访谈与填表记录的形式，共计回收样本 2618 份，其中有效问

卷 2347 份，有效率达 89.65%。

（二）变量选取

1.返乡群体界定

在微观层面上，村民的流动经历可根据调查问卷中“您是否有过外出务工经历”予以测度，当受访村

民回答“是”，则可视为返乡群体，反之为村庄留守劳动力；在此基础上，运用推拉理论
［30］

，将主要受农

村拉力影响而作出返乡决策的劳动力视为“主动返乡”，主要受城市推力影响作出返乡决策的劳动力视为“被

动返乡”，此处根据返乡群体的“返乡缘由”进行分类判别。在问卷题项设置中，将“厌倦城市生活”“准

备返乡创业”“乡土情结浓厚”等返乡缘由视为主动返乡的判别依据，将“年老体衰、容易生病”“需要照

顾老人孩子”“薪资不高、工作不稳定”等返乡原由视为被动返乡的判别依据。

2.被解释变量

人居环境是乡村社会最大公共品，相较于其他的村庄治理工作，人居环境整治易于上下联动、多元参

与。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代表的生态治理是乡

村治理的重要考核指标。同时，学者研究认为，以人居环境整治为组织抓手，再造适宜原子化村庄的乡村

人居环境治理机制，客观激活了村民自治能力，实际推进了乡村治理的创新发展
［31-32］

。其次，村民参与人

居环境整治，给村庄带来了组织化程度提高、公共议题增加、自治制度创新、利益联结增强等叠加效应［33］，

客观提升了乡村治理的效能。为此，本文从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切入，选择“是否愿意集资参与乡村人居环

境治理”作为返乡群体参与乡村治理意愿的被解释变量。

3.核心解释变量

（1）村庄资源禀赋认知

返乡群体基于村庄资源禀赋认知并对照乡村振兴政策目标，对当下最迫切的乡村治理工作有较理性的

选择以作为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参考。具体来看，经济禀赋认知源于个体对村庄经济基础、生产条件、比

较优势的综合研判，立足于农业生产和特色优势产业发展
［16］

，在问卷中以问题“您认为本村最适合发展的

产业类型”来表征。文化禀赋认知依托于个体对村庄历史文化资源和传统村落信仰价值的认识和把握，体

现着返乡群体对村庄文化治理的思考
［34］

，在问卷中以问题“您认为本村文化振兴的发展方向”来表征。返

乡人员的生态禀赋认知是在对村庄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感知基础上，形成的关于生产生活方式对农村生

态环境影响的心理认知，从而反映其对村庄生态治理的态度偏好
［35］

，以问卷中“您认为本村人居环境整治

重点应在哪方面”予以表征。政治禀赋认知是公众在参与过程中形成的对治理质量的主观评价，包含基于

过程的代表性、公正性、回应性、廉洁性等四个维度
［36］

。调查问卷分别设置了 6个认知题项，经过内部一

致性检验和因子分析后，剔除“村民代表大会参会率”“村级财务透明度”两个题项，提取出 1个主成分并

命名为“政治效能感”。本文中它特指公众对政府所提供服务内容的主观态度，用来反映返乡群体在参与乡

村治理过程中政府对其诉求和意见的重视程度。社会禀赋认知体现在返乡群体对村庄社会结构、组织、个



人的信任感知上，被广泛运用于个体行为意愿研究
［37］

，调查问卷设置了“您对周边邻里、亲朋、同组成员、

村委、乡镇政府、信访部门信任感知度”等 6 个题项，通过内部一致性检验和因子分析后提取出 2个主成

分，此处参照陆渊的研究
［38］

，可分别根据信任主体类别命名为“人际信任”和“机构信任”。

（2）个体资本差异

本文将个体资本差异划分至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三个维度中。在人力资本维度，参照张斌

的研究选取文化程度、是否接受培训作为测量指标
［39］

；其中，文化程度根据“受教育年限”用连续变量表

示。在社会资本维度，参考黄敦平的研究选取社会网络、社会经验和社会参与为衡量指标
［40］

；其中，社会

网络用以反映返乡人员的人际关系结构，以“愿意一次借 5万元人数量”表征，社会经验描述返乡人员的

人生经历和处事技能，以“全年非农工作天数”表征，社会参与反映返乡人员对村庄社会的融入程度，以

“是否参与组织活动”表征。在经济资本维度，结合乡村实际，返乡群体所拥有的经济资本应当包含承担

非预期损失的财富收入和利于家庭生计的自然资源两部分，为此，借鉴张翠娥、杨悦等学者的研究，选取

非农经营收入、承包耕地总面积作为衡量指标
［5，41］

。

4.控制变量

已有研究结果发现个人和家庭特征会对村庄劳动力生产决策产生影响
［42］

。因此，在综合考虑后，本文

选取返乡群体的性别、年龄、是否党员户、非农流动范围作为控制变量，一并纳入分析。

（三）描述性统计

根据上文对相关变量的定义，本文经初步筛选，获取返乡群体总样本 1617 份，其中“主动返乡”样本

953 份，“被动返乡”样本 664 份。表 1 是返乡群体总样本的简单描述性统计，并结合实际调研情况，初步

得出：返乡群体参与乡村治理的整体意愿较高，其中愿意通过集资助力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乡村宜居水平

的样本数占总样本数的 65.80%；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返乡群体对所在村庄产业发展类型的界定中，

现代种养业、新型服务业、农产品加工业、休闲旅游业的样本占比分别为 65.32%、24.04%、9.40%、1.24%，

对村庄文化振兴的方向认知中，制度文化、物态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的选择样本比例依次为 36.38%、

27.58%、24.36%、11.68%；关于生态禀赋认知，受访人员认为应着重提升村庄自然系统、居住系统、社会

系统和支撑系统来达到人居环境整治目的的样本比例依次为 60.12%、29.85%、7.81%、2.22%。

（四）模型选择

本文主要研究村庄资源禀赋认知、个体资本对返乡群体参与乡村治理意愿的影响，在实证分析中，被

解释变量“参与乡村治理意愿”用调查问卷中“是否愿意集资参与人居环境整治”表征，属于典型的二元

分类变量，应当选择二元 Logit 模型予以分析，其基本形式为：

式（1）中，P 表示返乡群体参与乡村治理的意愿程度，p/（1-p）表示参与乡村治理意愿的发生概率

比；xi为核心解释变量，包括返乡群体对村庄资源禀赋的各维度认知变量，返乡群体个体资本变量；βi是

自变量的系数，β0为常数，ε为随机干扰项。



三、结果与分析

鉴于前文已设定完成相关指标体系，接下来即可通过构建村庄资源禀赋认知、个体资本差异与返乡群

体参与乡村治理意愿间关系的计量模型，检验两类核心解释变量对返乡群体参与乡村治理意愿的影响，并

根据基准回归、异质性分析、调节作用检验衡量村庄资源禀赋认知、个体资本差异所带来的影响效应。

（一）返乡群体参与乡村治理意愿分析

首先对模型可能存在的共线性问题进行检验，发现变量中最大方差膨胀因子小于 10，说明变量之间不

存在较为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消除变量间的自相关性，将控制变量与村庄资源

禀赋认知、个体资本逐步纳入模型，建立了包含 4个二元 Logit 回归的嵌套模型，具体结果见表 2。其中，

模型一属于基准回归，投入的变量仅包括性别、年龄、是否党员户、流动范围等控制变量；模型二、模型

三分别纳入村庄资源禀赋认知、个体资本的测量变量；模型四则将所有测量变量全部纳入模型展开分析

表 1变量说明及简单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变量赋值 均值

被解释变量

参与乡村治理意愿 1 是否愿意集资参与乡村人居

环境整治

愿意二 1,不愿意二 0 0.6580

核心解释变量

村庄资源禀赋认知

经济禀赋 产业发展类型认知

现代种养业=1；新型服务业=2；农产品加工业

=3；

休闲旅游业+4

1.4656

文化禀赋 村庄文化振兴方向

制度文化=1；物态文化=2；行为文化=3；心态

文

化=4

2.1134

生态禀赋 人居环境整治提升重点
自然系统=1；居住系统=2；社会系统=3；支撑

系统=4
1.5213

政治禀赋 村民政治效能感 满意度由低至高 1～5 4.0402

社会禀赋
人际信任 信任度由低至高 1～5 4.0619

机构信任 信任度由低至高 1～5 2.9505

个体资本差异

人力资本
文化程度 受教育年数 7.0167

是否受过培训 是=1；否=0 0.3806

社会资本

社会网络 愿意借 5万元人数 5.7962

社会经验 全年非农工作天数 204.5509

社会参与 是否参与组织活动 0.2463

经济资本
非农经营收入 非农工资对数 4.2562

承包土地面积 承包地亩数 5.8664

控制变量

性别 \ 男=1；女=+0 0.6863

年龄 \ 村民当年实际年龄 45.2126



是否党员户 \ 是二 1；否=0 0.2896

非农流动范围 非农务工地点 本乡镇=1；县内=2；省属地级市=3；外省=4；

境外=5

1.5903

从村庄资源禀赋认识看，产业发展类型（新型服务业）、文化发展方向（心态）、人居环境整治（社会）、

人际信任等变量对返乡群体参与乡村治理意愿有明显影响，且分别通过了模型二与模型四的显著性检验，

假设 H1基本得到验证。其中，发展新型服务业更加契合返乡群体回乡创业需求，有助于吸纳其参与村庄新

业态的管理与决策，发挥其社会资本价值。培育以健康文明心态为支撑的村庄文化，同时注重人居环境整

治的宣传引导和社会监督工作，能够显著提升村民的文化素养和环保意识，客观降低了乡村治理的阻力和

复杂性，有利于提高返乡群体的乡村治理意愿。在村庄政治禀赋和社会禀赋认知上，从模型二结果来看，

政治效能感、机构信任对返乡群体参与乡村治理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加入个体资本差异变量后，只

有人际信任在 10%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个体资本的积累最先形塑的是返乡群体的人际

信任值，而人际信任同时也是公民政治参与和表达诉求的前提保障。从个体资本差异看，文化程度、是否

受过培训、社会参与和承包土地面积等变量对返乡群体参与乡村治理行为有显著影响，且分别通过了模型

三与模型四的显著性检验，假设 H2 完全得到验证。其中，具有文化素养和培训经历的返乡群体能力“倍增”

效应更为明显，政府和地方群众迫切希望他们参与乡村治理，并给予他们各项优待与支持。有组织参与经

历的返乡群体之间往往存有一个共同利益体，为维护集体利益，他们愿意主动参与乡村治理。承包土地面

积越多，返乡群体越倾向于参与乡村治理，这一点符合村庄实际情形，因承包地面积越大，生产要素和成

本的投入越多，而乡村治理本身必然会涉及土地问题，这与返乡群体自身利益息息相关。

表 2模型回归结果

变|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产业发展类型（新型服务业） 1.152
***

0.479 1.019** 0.485

产业发展类型（农产品加工

业） 0.399 0.520 0.376 0.566

产业发展类型（休闲旅游业） -0.136 0.484 -0.125 0.502

文化振兴方向（物态） 0.723
***

0.269 0.467 0.381

文化振兴方向（行为） 0.864
***

0.296 0.598 0.365

文化振兴方向（心态） 1.611
***

0.588 1.727
**

0.814

人居环境整治（居住） 0.483
*

0.277 0.425 0.291

人居环境整治（社会） 1.479
**

0.739 1.635
**

0.774

人居环境整治（支撑） -0.791 1.716 -0.653 2.265

政治效能感 0.445
***

0.157 0.272 0.263

人际信任 0.384 0.295 0.351
*

0.187

机构信任 0.215* 0.130 0.173 0.112

文化程度 0.053
*

0.031 0.067
***

0.023

是否有培训经历 0.495
**

0.199 0.572
**

0.269

社会网络 0.053 0.037 0.069 0.045

社会经验 0.027
*

0.016 0.033 0.020

社会参与 0.177
**

0.084 0.224
**

0.095

非农经营收入 0.868 0.534 0.737 0.463



承包土地面积 0.069
**

0.030 0.152
**

0.063

性别 0.233
***

0.042 0.214
**

0.108 0.238
**

0.113 0.446
***

0.172

年龄 0.034
***

0.006 0.031
***

0.011 0.045
**

0.021 0.081
***

0.027

是否党员户 0.442
***

0.124 0.877
***

0.286 0.424
**

0.215 1.529
***

0.469

流动范围 -0.116
**
0.056 -0.081

*
0.045 -0.107

**
0.049 -0.446

**
0.218

常数项 -2.582 -2.898 -3.227 -5.315

PseudoR 方 0.183 0.204 0.237 0.317

注:*、**、***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

从控制变量看，在模型一至模型四中，性别、年龄、是否党员户对返乡群体参与乡村治理行为有显著

正向影响，但非农流动范围对返乡群体参与乡村治理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分析认为，外出劳动力在经历

对传统村落的“脱离”后，流动范围越远，其返乡后对村庄社会的认同度就越低，从而造成行为上的边缘

化，逐渐疏离村庄治理事务。

（二）返乡群体参与乡村治理意愿的异质性分析

本文在上述实证检验基础上，将返乡群体划分为主动返乡与被动返乡两个类别群体，分别建立模型五

和模型六，进一步探究不同类别的返乡群体参与乡村治理的意愿程度，结果见表 3。对比模型四与模型五，

发现文化振兴方向（行为）、人居环境整治（居住）、政治效能感、社会网络四个新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且回归系数为正，对提高主动返乡群体参与乡村治理意愿起到了明显促进作用。其中，村庄良好行为文化

的养成本身能够吸引劳动力主动回流，通过规范生产、生活等行为举止调动起返乡群体参与治理的主动性。

改善村民住房条件和房前屋后生态环境能够促使主动返乡群体产生“自家人”的强烈归属感，并激发其“亲

社会”的行为动机。除此之外，外出劳动力主动返乡后，必然也十分在意自身的政治地位与诉求表达对村

庄决策的影响力，进而决定其愿意在乡村治理中所付出的努力程度。

表 3返乡群体参与乡村治理行为的异质性检验

变|
模型五（主动返乡） 模型六（被动返乡）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产业发展类型（新型服务业） 1.206
**

0.582 1.079
**

0.515

产业发展类型（农产品加工业）0.362 0.520 0.727 1.220

产业发展类型（休闲旅游业） -0.075 0.484 0.637 0.785

文化振兴方向（物态） 0.576 0.369 0.577 0.416

文化振兴方向（行为） 1.196
**

0.563 1.167
**

0.532

文化振兴方向（心态） 1.611
***

0.588 1.065 0.932

人居环境整治（居住） 0.613
**

0.280 0.582 0.407

人居环境整治（社会） 1.505
**

0.739 2.438
**

1.218

人居环境整治（支撑） -0.454 1.716 -1.012 1.329

政治效能感 0.187
**

0.087 0.390 0.278

人际信任 0.206
**

0.101 0.262 0.238

机构信任 0.401 0.260 0.440 0.274

文化程度 0.160
**

0.066 0.102
***

0.032

是否有培训经历 0.472
**

0.198 -0.261 0.364



社会网络 0.088
*

0.051 0.044 0.040

社会经验 0.023 0.017 0.014 0.013

社会参与 0.177
***

0.065 0.247 0.374

非农经营收入 1.108 0.736 0.389 0.478

承包土地面积 0.067
**

0.030 0.066 0.062

控制变量 是 是

常数项 -4.198 -1.037

PseudoR 方 0.196 0.142

注:*、**、***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

对比模型四与模型六，可以发现，相较于总体返乡群体和主动返乡群体，被动返乡群体整体的乡村治

理参与程度不高，仅有产业发展类型（新型服务业）、文化振兴方向（行为）、人居环境整治（社会）、文化

程度等原先几个变量通过检验；从回归系数比较来看，各显著性变量对主动返乡群体参与乡村治理意愿的

促进程度也要明显高于被动返乡群体。分析认为，被动返乡群体在主观上还是倾向于在城市发展，更多是

基于对自身现实状况的无奈而不得已返乡，加上返乡者本身具备一定的经济和社会资本，对村庄社会的依

赖程度已大为降低，导致其参与乡村治理的自觉性不够。因此，假设 H3检验得到通过。

（三）个体资本差异对政治效能感的调节作用分析

值得讨论的是，政治效能感对返乡群体参与乡村治理的意愿影响并不完全显著，这一结论与实际情况

相违。在个体认知中，政治效能感是效能信念的一种体现，是主观规范的基础
［43］

。根据计划行为理论，行

为意愿的强弱受到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的共同影响，而资本、机会、能力均能通过影响感知某项行为

执行的难易程度进而影响意愿的强弱程度
［44］

。因此，在返乡群体有序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政治效能感是

其参与意愿形成的强劲外在动力，而个体资本差异则是参与治理必要的内部约束条件，即个体资本可能会

在返乡群体政治效能感及其参与乡村治理意愿这一关系路径中产生调节作用。为此，本文首先将个体资本

差异的 7 个细分变量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其次对各维度指标均等赋权，得出个体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经

济资本的综合评价值，通过分别构建返乡群体政治效能感与个体资本综合评价变量的交互项，逐一纳入模

型七、模型八、模型九进行拟合，以验证调节作用。

表 4个体资本和政治效能感交互项对返乡群体参与乡村治理意愿的影

变|
模型七 模型八 模型九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产业类型 1.174
*

0.653 1.000 0.625 0.988 0.628

文化发展方向 1.959
**

0.887 2.067
**

0.949 1.937
**

0.839

人居环境整治 1.115 1.022 0.649 1.011 0.347 1.006

政治效能感 0.601 0.421 0.367
*

0.213 0.168 0.234

人际信任 0.426
**

0.211 0.378
*

0.205 0.331 0.207

机构信任 0.302 0.196 0.189 0.179 0.198 0.176

文化程度 0.400
***

0.099 0.023 0.028 0.034 0.030

培训 1.719 1.424 0.730
***

0.244 0.702
***

0.252

社会网络 0.006 0.006 0.008 0.019 0.007 0.006

社会经验 0.209
***

0.055 0.106 0.253 0.248
*

0.128

社会参与 0.182 0.246 -2.536
*

1.404 0.174 0.261



非农工资收入 0.187 0.151 0.147 0.148 0.193 0.163

承包土地面积 0.094
**

0.039 0.078
**

0.037 -0.487
***

0.141

政治效能感*人力资本 1.904
***

0.429 — — — —

政治效能感*社会资本 — — 0.684
**

0.339 — —

政治效能感*经济资本 — — — — 6.754
**

2.69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常数项 1.025 —2.455 —4.969

PseudoR 方 0.396 0.407 0.452

注:*、**、***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

如表 4显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与政治效能感的交互项至少在 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且

系数为正，表明在个体资本差异的调节作用下，返乡群体的政治效能感对其参与乡村治理意愿的影响重新

发挥了作用。分析认为，当返乡群体的政治效能感达到自身期许值后，则更在意个体资本对其参与乡村治

理所能产生的影响效能。其中，人力资本能反映个体对政治与公共政策的回应程度，有助于降低其治理参

与难度；社会资本利于提高政治收益，有助于降低其治理参与成本；经济资本则是返乡群体参与治理的有

效保障，能增强其在乡村治理中的话语权。因此，只有将政治效能感发挥的外在动力与个体资本产生的内

在约束力结合分析，才有助于展开返乡群体参与乡村治理的行为意愿研究。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运用回归模型，深入探究村庄资源禀赋认知、个体资本差异对返乡群体参与乡村治理意愿的影响，

得出结论如下：第一，返乡群体对村庄资源禀赋认知存在多处共识之处，产业发展类型、文化振兴方向、

人居环境整治重点、人际信任是返乡群体参与乡村治理前较为关注的议题；第二，在返乡群体个体资本组

成中，文化程度、培训经历、社会经验、社会参与和承包地面积对返乡群体参与乡村治理意愿存在显著影

响；第三，异质性分析检验发现，主动返乡群体参与乡村治理的意愿明显高于被动返乡群体，反映在村庄

资源禀赋认知和个体资本差异表现上存在显著不同；第四，个体资本差异在返乡群体的政治效能感对其参

与乡村治理意愿这一路径中存在调节效应，只有两者协同发展，返乡群体参与乡村治理意愿才能得到提升。

基于此，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第一，优化村庄社会发展环境。一是通过支持发展乡村新型服务业，鼓励各类返乡人才参与村庄新业

态管理，对具有一定影响力、愿意扎根农村基层的返乡群体，要注重解决其回归后的住房、医疗、养老等

问题；二是应持续加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推进村庄移风易俗，引导形成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培育文明

乡风、淳朴民风，从而降低返乡群体治理参与难度；三是做好人居环境常态化监督和社会宣传工作，集中

开展房前屋后环境卫生整治工作，以激发主动返乡群体产生“亲社会”的行为动机；四是通过强化政策支

持和舆论引导增进返乡群体对“信任互助”“团队合作”的认知，唤醒被动返乡群体的村庄归属感；五是建

立起有效的制度信任及其规范体系和保障机制，维系“乡土信任”关系，以便进一步利于“熟人圈子”展

开治理。

第二，激活个体资本要素活力。一方面，健全返乡群体人力资本信息系统，准确抓取返乡群体的技能、

专长、意愿等信息，引进一批返乡创业能人，充分利用返乡人才的社会资本优势，通过其人格魅力和影响

力来构建公众参与网络，提升村级公共事务决策能力，促进乡村“吸引”和“留住”一定的劳动力
［45］

；另

一方面，要在现有返乡群体中发现一批年轻有为的“新乡贤”带头人，吸纳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年轻群体

进入村“两委”班子参与基层组织建设，鼓励他们在现代乡村治理中更多地发挥建设性作用，尝试增设“新

乡贤”主题培训班次，通过有组织的培训和轮训，提高返乡群体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意识，增强对党的理论



路线方针政策的学习和把握能力。

第三，提升基层政权治理效能。建立完善的民主协商机制，通过搭建对话平台拉近干群关系，及时解

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提升村干部为民服务能力。首先，明确议事协商主体，通过入户走访、电话

询问等多种方式保障外出务工人员参与权利。其次，加强对公众宣传教育，在增强其对国家路线方针政策

理解的同时，提高表达能力，增强返乡群体的政治效能感。最后，应结合乡村社会矛盾的特征及其治理方

式，重视政治效能感增强与个体资本差异整合后的叠加效应，通过发展社会治理协会、乡贤理事会等民间

组织，广泛征求返乡群体的意见建议，提高返乡群体的政治参与度，凝聚其作为治理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的

共识，增强返乡人员参与治理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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